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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世界遗产名录》中，中国和意大利

常年占据着榜首。两国所拥有的世

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

遗产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固然由于两国同样有着悠久之历

史，也更因为两国同样有着敬畏历

史与文明的传统。

在古代中国，自文字出现后，

记述历史的自觉性也随即产生。先

秦时期的古人已清醒地意识到历史

经验对于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左

传》 里关于齐国史官前仆后继宁死

也要保证记述历史真实的故事，成

为千百年来史官们最高的守则和追

求。自东周以后，著史的传统从未

断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历史的

现实主义功能一直是历史记述者和

研究者所注意的。

在古代世界里，若说对记述历

史的重视、体例之完备与专业，古

代意大利是为数不多可与古代中国

相比肩的国度。早在罗马共和国时

期，卡匹托利尼山的大祭司长会详

细记录每一任执法官在任时开展的

主要公共事务，包括建立殖民地、

军事活动、凯旋、与其他城市谈判

与结盟、扩张罗马领土、征服新城

和部落、修建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

等，并将一个简要的版本悬挂在王

宫外的白板上。这形成了最早的年

代记史料。此后，老伽图、撒路斯

提乌斯、瓦罗及进入帝国时代后的

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史学家

先后留下史著，恺撒、奥古斯都、

马可·奥勒留等也留下了一手的政

治军事史料。古罗马的史学著作同

样具有强烈的垂训现实的意图。

历史并不因归于过去而消亡，

而是成为影响文明前行的辙轨。今

日的中国和意大利，仍享受着悠久

历史带来的福利。正是由于对时间

的共同记忆和体悟，造就了国民的

凝聚力，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他

们皆倾注着深情热爱。古老的遗

址，是先祖馈赠的宝贵资源和财

富，当造访者自世界各地络绎而

来，凭吊和敬仰的，是地域的记

忆，更是人类共同的文明记忆。

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中国文明

和欧洲文明以“东方”和“西方”

的意象相映生辉。两者之异，正如

亚欧大陆两端的自然景观及气候之

差别般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古代中国建立起祭天祀

地参社稷的礼制时，古代意大利继

承并改造了将天地万物拟人化的希

腊神系，这都是以各自的方式阐释

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尝试建立两

者间有效的双向沟通和影响机制。

古代中国，家族是构成社会的

最小组织单位，以血缘和婚姻关系

为基础界定每个成员在家族中的位

置，并形成一套规范家庭成员行为

的价值观，由此筑起古代中国人的

社会关系和社会伦理。古代意大利

的家族亦是个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归属，生同居、死同葬，家族内部

在繁衍着血脉的同时，也传承着家

庭财产和社会地位。祖先和家庭，

是古代中国和意大利的文化中最重

要的元素，维系着对于社会的认

识，甚至通过将其神格化或超现实

化，形成了重要的崇拜对象和仪式

体系。

古代中国是以内陆农耕文明为

主要基础的文明类型，古代欧洲虽

然是以海洋商业文明为主要基础的

另一种文明类型，但由于意大利地

处自然条件优渥的亚平宁半岛，农

业、畜牧业自农业革命以后皆是重

要的支柱产业。农业文明自给自

足，守土安居，静定而趋于和平；

商业文明因内不足而需向外寻找，

充满流动性与进取性。从公元前 3

世纪起，亚平宁半岛开始了对环地

中海地区的统一征程，在公元前 1

世纪建立帝国，将近 400 年的时间

里，地中海世界被纳入罗马的权力

羽翼之下，是欧洲历史上少见的统

一时代。公元 4 世纪，罗马帝国东

西分治。

公 元 5 世 纪 ， 西 罗 马 帝 国 灭

亡。这以后的意大利，直至工业革

命之前，回归了与古代中国极为类

似的农业文明为主的发展路径，最

大的差异可能来自于古代中国是世

俗性的社会，而古代意大利的权力

格局中，神权一度占据了支配性的

地位。农业在古代中国和意大利的

重要性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前者建立了以节气为线索的时

间观，将太阳周年运行产生的季

节、物候轮换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周

期相结合，制定了一套与之相应的

节令仪式，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

生活；后者，在古罗马时期，也构

建了与农事时节相配合的宗教节日

体系，如牧神节、花神节、农神节

等，实际是将农业生产周期与相应

的神祇一一对应，并设置有对应的

仪式活动。中世纪以后，虽然以神

和圣徒为中心的宗教节日成为时间

秩序观的主要节点，但在时节的对

应和仪式的内容中，仍有不少农事

生产周期影响的痕迹。社会生活的

其他领域同样如此，月令与农事

诗、田园诗与田园牧歌，等等。一

东一西，遥相呼应，在人类文明的

浩瀚长空中熠熠生辉。

同样呼应的，还有古代中国的

人道观念和古代意大利的人文主

义，这关乎古代东方和西方如何认

知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建构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在东方，由己及

人，由家而国，环环相扣，波浪般

外扩，天与人相和相生。在西方，

人是自然界最杰出的作品，人、人

性、人的价值与尊严是认知自然和

建构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

人类自在地球上诞生以来，天

生地养数百万年，人从来无法单独

对抗自然，只有联结彼此方能与自

然相和相生，在此基础上，世界的

不同地域诞育了不同的文明。作为

亚欧大陆两端最重要的两个文明

体，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相望相亲

已跨越千年，而且随着时代的发

展，对彼此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成长

和深化。丝绸之路上，那跋山涉海

的一路锦绣，是人类最深情的对

望、最灿烂的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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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不 阿 贵法 不 阿 贵 绳 不 挠 曲绳 不 挠 曲
—— 中 国 传 统 国 家 治 理 中 的 正 义 理 念

□□ 刘东超刘东超

在儒、法、墨等诸家典籍中，中

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正义”理念具

有自己的清晰内涵和运用特色。

正义是人类文明和
国家治理的一般原则

在人类文明中，无论在纵向的时

间维度上，还是在横向的国别之间，

正义都是最为基本的共同价值之一，

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传统典籍对于正义有多种多样的

阐发。《墨子·天志下》 说：“义者，

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

则治，无义则乱。”《孟子·离娄上》

说：“义，人之正路也。”这里墨子、

孟子都将“正”和“义”联系起来，

肯定二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论

语·颜渊》 说：“政者，正也。”《荀

子·赋》 说：“行义以正，事业以成，

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后宁泰。”

这里都把正义和国家治理联系起来，

认为如果正义得到实施，可以达到善

治的状态，可以实现扼制暴虐、安宁

百姓的效果。

正义是国家治理者
的必备素质

与西方文明有所区别，中国传统

伦理更为重视治理者的自身品德及其

展现。《管子·形势解》 说：“人主身

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理，行发

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

行也。”也就是说，国君应该具有正义

的品行并成为天下人的楷模，这样人

们就会赞成和欢迎他的行为。《荀子·

正论》说：“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

公正，则下易直矣。”《荀子·臣道》

说：“《传》曰：‘从道不从君。’故正

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

人信，则君过不远。”前一段讲的是治

理者的品格对被治理者的影响和带动

作用，后一段讲的是臣下的品格对国

君和朝廷的积极功能。这两段话都强

调无论是君臣都要具备正义的品质，

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南宋大臣罗点

曾对皇帝说：“盖君子志在天下国家，

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正论。

往往不忤人主，则忤贵近；不忤当

路，则忤时俗。”这里他强调参与国家

治理的君子必须具备正义的品格，他

为的是天下国家的公义，而不是自己

的私利。

正义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作为国家统治的强制性工具，法

律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法律能否贯

彻正义原则就不仅会影响到百姓福

祉，而且会影响到国家稳定。在中国

传统国家治理中，无论是在理念层面

还是在实践层面都非常注重法治的正

义性。这方面的文献材料比较多。《晏

子春秋·内篇》说：“诛不避贵，赏不

遗贱。举事不私，听狱不阿。”《韩非

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都是讲要公正地运用法律，不要因为

犯法者的身份差异而要在运用法律时有

所区别。在贵族势力强大的前秦时期，

这样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

在中国传统时代，用法律治理国

家的最好例子大约是诸葛亮。陈寿在

《三国志》 中评价他时说：“开诚心，

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

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

恶无纤而不贬”。在整个蜀汉国内，即

使他实行的是严刑峻法，也没有遭到

百姓的怨恨、引起社会的不满，反而

得到吏民的支持和爱戴。“刑政虽峻而

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诸

葛亮治理国家取得较好的效果，根本

原因在于他体现了那个时代能够达到

的正义的较高境界。有必要说明的

是，诸葛亮并不仅仅是一位一般意义

上的执法者，而是整个蜀汉国家治理

体系的人格代表。

具有抗争精神的执法者的典型例

子可推唐朝的徐有功，他在武则天时

期担任过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职

务。刘餗 《隋唐嘉话》记载：“ （徐有

功） 每见武后将杀人，必据法廷争。

尝与后反复，辞色愈厉。后大怒，令

拽出斩之，犹回顾曰：‘臣身虽死，法

终不可改。’至市临刑得免，除名为庶

人。如是再三，终不挫折。朝廷倚

赖，至今犹怀之。”徐有功因为坚持正

义将生死置之度外，多次冲撞武则

天，成为那一历史时期反对武后滥杀

和酷吏政治的一面旗帜。当时有个叫

皇甫文备的酷吏，曾经诬陷徐有功和

反叛者为伍，但武则天没有追究徐有

功。不久，“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

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

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

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

可以私害公？’”由于徐有功以生命执

行法的正义性，得到《新唐史》“虽千

载未见其比”的赞誉。

在中国历史上，坚持法律正义原

则的典型还有张释之、黄霸、狄仁

杰、包拯、况钟、海瑞、于成龙等，

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力量推动了那个时

代的法治趋向尽可能的正义高度。

正义是用人选官的
重要原则

在传统时代，人治在国家治理中

起着主导作用，选官用人是一项影响

深远的重要工作。能否公正地选用人

才不仅影响到官员个人的升迁和功

业，还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效

果。《吕氏春秋·去私》 记载了一个

“标杆化”的故事：“晋平公问于祁黄

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

祁黄羊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

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

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

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

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

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

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

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

称善焉。”这是在人才使用上不问亲疏

的典型例证，充分体现了“外举不避

仇，内举不避子”的正义原则。

唐太宗李世民是帝王中公正用人

的较好例子，他不仅因为使用“前政

敌”得到大家的赞誉，更为重要的是

他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对房玄

龄说：“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

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

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

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

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

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

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

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

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

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李世

民认为用人最为重要的标准是才能堪

用与否，而不是和帝王的新旧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统治者的衣食

来自百姓，公正地选用贤才为官是对

百姓应有的“回报”。应该说，这是传

统时代相当难能可贵的用人思想。

正义在制度构设中
的体现

在广义上，任何制度都有一定程

度的正义性。但是站在文明演进的角

度上，其正义性确实有个大小多少的

程度问题。在中国传统制度中，总体

上存在着努力朝向正义的倾向。

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就是一个

例子。它淡化了之前国家用人制度的

血统色彩，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世袭关

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次

次成为现实，激发了各阶层读书人凭

着自己的本领公平地进入社会上层，

获得执掌权力、施展才智的机会。虽

然作为传统时代的产物，科举制存在

各种不足，但它打破了贵族世族对权

力的垄断，其正义性远远超越了时代

的局限。

监察制则是另一个例子。早在战

国时期，御史官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

能。秦朝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在地

方设立监御史，都承担监察职责。这

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监察制度。此

后，汉唐明清都有成熟完备的监察体

系和专职官员。监察制度实际上是对

掌握权力资源的官员各种“非正义”

行为的控制和纠正，因而这一制度本

身具有“矫正”职能。中国传统监察

制度的发达是正义理念在制度中的又

一体现。

辩证看待古代正义
追求的得失成败

客观地说，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

系贯穿着一定程度的正义追求，取得

了一定程度的历史效果。但是，由于

受到社会形态整体水平的限制，由于

受到统治阶层和统治者的限制，这种

正义追求是甚为有限的。无论在价值

理念层面还是制度设置层面和治理实

践层面，都有大量非正义内容的存

在，“八辟”或“八议”是其制度典

型，岳飞、于谦、袁崇焕等冤案是其

案例典型。

站在制度演进的现代视角上，必

须辩证地观察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

的得失成败，必须看到其可观的历史

成就和长期存在的深层缺陷，看到其

提供的历史财富和历史教训。这需要

具备全面公允的眼光和准确的分析鉴

别能力，具备历史主义的视野和现代

文明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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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二条）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决定》 和 《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 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构。

一年多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如期圆满完成机构改

革任务，取得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制度成果、实践成果。经过改革，政

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更加科学，政

府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不同政府机

构之间关系更加协调，政府机构运行

更加顺畅高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

局，明确提出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并作出工作部署。贯彻落实十九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继续优化政府组

织结构，要以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

协同高效为着力点，优化行政决策、

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督体

制，使政府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

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推进机构

编制管理法制化，严格机构编制管

理，统筹利用行政管理资源；适应市

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发展趋势，调

整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特别是要发挥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作用，提高其综

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在有条

件的地区减少行政层级，形成高效率

组织体系；进一步整合行政执法队

伍，探索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

法；理顺政事关系，配套推进事业单

位改革。通过实行这些措施，将从制

度上推进政府组织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为提高政府工作效
率提供制度保障

政府工作效率是衡量政府工作能

力和为民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

影响人民群众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方

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的

部署，各级政府持续推进简政放权、

优化政务流程、创新管理方式、推行

电子政务，政府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促进了我国营商

环境的改善，企业和人民群众对政府

的满意度越来越高。

为了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目标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作出多方面部署，主要包括：继续深

入推进“放管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防止

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健全

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提高政府执

行力和公信力；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

方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

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

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

人信息。贯彻落实这些部署，必将从

体制机制和制度上推动政府工作效率

持续不断地提高。

为规范行政权力运
行提供制度保障

作为一种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

直接影响、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直接

相关的公权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运

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和标志，也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

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就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作出系列部署。随着这些部署的

贯彻落实，行政权力运行规范化、法

治化水平明显提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

制约和监督包括行政权力在内的公权

力作出系统化、制度化部署。《决定》

强调，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主要包括：推进纪律监督、监察

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

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

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

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

能作用；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

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坚持

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

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

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

反馈机制；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

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

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深化标本

兼治，推动审批监管、执法司法、工

程建设、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公共

资源交易、公共财政支出等重点领域

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进机

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

化；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制度等。这些部署的落实，必将对行

政权力的运行形成有力的、严格的规

范和制约，推动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建设迈上新台阶。

〔作者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 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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